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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天津的粮食供给困境与政府因应（1945—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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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战胜利后，天津面临着战争导致的粮荒与通货膨胀引起的粮价上涨困境，两者交织起伏，使供需矛盾突

出。天津市政府通过向中央“求粮”获取敌伪存粮、开仓平粜，赴产区“购粮”增加储备、疏导粮源，同市场“争粮”促进流

通、降低粮价，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供给困境。然而，由于战后天津的市场网络大为缩小，粮源难以为继；通货膨

胀无法控制，粮食首当其冲，市场无法正常运转；加之政策又违背经济规律，因而战后天津的粮食供给由最初的困境一步

步走向“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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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ianjin's Food Supply Predicament and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afte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1945—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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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ianjin was faced with the predicament of food

shortage caused by the war and food price rise caused by inflation. The two intertwined ups and downs made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prominently. The Tianjin Municipal Government had to seek the

consen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gain control over the grain in the warehouses in order to provide food

for the people; to encourage merchants to go to the grain-producing areas to buy grain in order to increase

warehousing; and to regulate the marke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upply and reduce the price of grain, which to

some extent alleviated the predicament of food supply. However, as the market network centered on Tianjin

was greatly shrunk after the war, so that the food supply was unsustainable; inflation was difficult to control ,

so that the grain market was difficult to operate normally; the market policy violated the economic law and

was difficult to implement for a long time. As a result, the food supply predicament in Tianjin after the war

couldn't be resolved fundament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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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是人类的生活必需品，而粮食供给自古以来就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要政。近代以来，工商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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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使愈来愈多的人口聚集于城市，但战争、灾荒的频发亦使城市的粮食供给问题面临很大挑战。如何解

决这些人口的“吃饭问题”，体现着一个城市乃至国家的治理能力。对于近代城市粮食的供给问题，前人

已做过诸多有益探索。总体看来，现有研究在时间上多集中于抗战胜利前，尤以论述沦陷区城市的粮

食统制与配给问题为重，对战后关注较少；在地域上则更多地关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城市，少有

文章述及天津，而天津在整个华北乃至中国的地位至关重要，其粮食问题尤具独特性和典型性，值得

深入探究①。

民国前期，天津作为华北最大的粮食市场，供给着市内市外之粮食。然而沦陷期间日伪在天津的粮

食统制破坏了市场的供需平衡，使粮食供给成为一大问题。上引有关其他沦陷区的研究也表明，沦陷时

期日伪在各大城市均实行了严格的统制措施，穷尽民食，以为军用，以致粮食供不应求。抗战胜利后，国

民政府虽抢占了收复区的诸多大城市，但如何摆脱粮食供给困境，效果如何，目前较有代表性的仅有马

军，以专著的形式对战后上海的粮食政策及其演变过程作了研究②。而在近代历史上，天津之于华北，犹

如上海之于江南。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天津政权又将如何解决粮食供给问题，目前尚无研究论及。因

此，本文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天津市档案馆藏档案以及相关报刊资料论述战后天津面临的粮食

供给困境与政府的应对措施，并探究该困境出现的原因。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之所以将研究时间限定为

1945年至1947年，是因为该阶段天津的民食治理主要由市政府主导。而1948年至新中国成立前，天津

民食主要依靠国民政府的“五大都市”配售政策③，需另文撰述。

一、交织的困境：战后粮荒与粮价上涨

近代以来，尤其是在开埠后，天津一跃成为华北最大的贸易港，起着沟通国内外物资交流的重要作

用。繁荣的商业贸易促进了天津粮食业的发展：“自东北迄至西北，南下华南以及美、澳、南洋等地，均向

津埠输入粮食，以致交易频繁，日臻兴盛。”④这一转变促使天津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粮食集散中心——

“国内外之粮食，皆以此为集散地；华北数省之丰歉盈绌，亦均赖此行运调剂”⑤。在此基础上，“京、津的

粮食供应，发生了由以国家控制为主到以市场调节为主的重大变革”⑥。对照以往，沦陷时期由于日伪在

天津实行了全面的粮食统制，控制了粮食的产销渠道，破坏了粮食市场，使战后天津出现了粮荒困境。

（一）日伪统制与民无余粮

“七七事变”后，日本迅速侵占我国华北广大地区。受战争影响，华北沦陷区内土地生产条件不断恶

①关于抗战爆发前粮食供给的研究如樊如森：《清末至民国时期京、津的粮食供应》，《中国农史》2003年第2期；袁

熹：《近代北京的粮食供应》，《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关于沦陷区的研究如齐春风：《沦陷时期南京的粮

食供应》，《中国农史》2014年第6期；丁志远：《“孤岛”时期上海租界粮食供应问题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20年第3期；许秀孟：《匮乏的治理：太平洋战争期间上海的食物配给与日常生活》，台湾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20年；黄嘉良：《统制与诉求：沦陷时期日伪对广州民食问题之应对》，《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0年第3

期；张莉：《沦陷时期天津市粮食配给制度（1942—1945）》，《城市史研究》第4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第31-47页；彭南生、马云飞：《汪伪政府在南京的米粮统制》，《安徽史学》2022年第3期等。关于国统区的研究如

陈默：《控制与失控：1940年四川省政府对川省米荒的因应》，《民国档案》2021年第3期。

②马军：《国民党政权在沪粮政的演变及后果（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③ 1947年10月27日，国民政府与美方签订“中美救济协定”。根据协定，美方将对中国实行粮食援助，并协助国民

政府在南京、上海、广州、天津、北平等五大都市试行全面配售制度。天津于1948年4月正式开始配售工作。

④《天津米面杂粮两市场之成立及其沿革》（1950年），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X0077-C-001626-004。

⑤金城银行总经理处天津调查分部编：《天津粮食业概况》，1937年，第4页。

⑥樊如森：《清末至民国时期京、津的粮食供应》，《中国农史》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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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农村粮食播种面积及单位产量迅速下降①。据统计，1938年华北地区小麦产量减产3成，面粉产量不

及战前的一半。1939年，受旱灾及水灾影响，素来向天津输出粮食的华北4省（河北、山东、山西、河南）

之小麦普遍减产30%，杂粮减产约40%，稻米减产约80%②。

为了保证粮食的供应，尤其是对军队和日侨的供应，日方对天津的粮食供给实行了一系列的统制措

施。1939年11月，日方成立了“华北日本人米谷统制委员会”，并在天津成立分会。该会对日本军民习

惯食用的大米实行严密的统制（包括进口、运输、贮存、销售与配给等环节），“既严禁中外商人囤积和投

机取利，又禁止一般中国百姓食用”③。1940年，为了筹措军粮，日本在天津筹建了“军粮城精谷株式会

社”，建立了一个集开垦农场、种植水稻、收购、储运、加工为一体的农业掠夺垄断集团，以低价购入津郊

稻农所生产的稻谷④。1941年7月，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英美等国家对日实行物资禁运，东南亚的粮食

也不再运津，日军则完全禁止民间流通和食用米谷；9月15日，伪天津特别市公署公布了日伪天津陆军

特务机关制定的该年度的米谷收买计划，指定日本三井、三菱商社和军粮城精谷株式会社收买芦台、军

粮城、小站和天津近郊地区的稻谷，并规定“非当局指定之商号或个人不得收买”⑤。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日方甚至查封了太古、怡和、轮船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的仓库，强行“收买”粮商存放于其中的米面⑥。

1942年初，为了加强对粮食消费的控制，日伪天津市政府逐步建立起了“粮食配给”制度。所谓“配

给”，即由日伪控制的“华北食粮平衡仓库天津支部”提供食粮，通过配给机构定期、定量地售卖给持有购

买证明的市民。但实际上“配给粮”不仅杯水车薪，而且质量难以保证。该制度实质上体现了日方挤压

民食满足军粮的需求⑦，致使“中等以下之人民大部分不能维持生活”，乞丐与无业游民数量增多，甚至

有饿昏街头者⑧。

抗战胜利后，相关粮食清册显示，天津接收各公私仓库之日伪杂粮仅3.6万余吨⑨。又据1946年1月

的积谷情况调查，天津、静海、宁河、武清4县中，仅武清县尚有积谷2526石5斗4升9合⑩，约合224余吨。

1946年7月，张廷锷称天津粮食消耗量“月需三万吨左右”􀃊􀁉􀁓。而依李洛之等人的估算，战后天津各类粮

食的年需要量为576356吨，合每月4.8万余吨􀃊􀁉􀁔。依此，府库存粮实难足全市月余之用。

总之，日伪通过粮食统制挤压民食以供应军队，造成人为粮荒，这严重剥夺了天津市民的“吃饭权

利”。而战时统制造成的巨大粮食缺口，则成为战后天津市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接收不当与粮价上涨

与粮荒交织在一起的，则是由国民政府不当的货币接收政策引起的粮价阶梯式上涨的困境。1945

①参见王士花：《华北沦陷区粮食的生产与流通》，《史学月刊》2006年第11期。

②居之芬、张利民主编：《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3、228页。

③居之芬、张利民主编：《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第138-139页。

④李默生：《从军谷公司到米谷统制会》，政协天津市东郊区文史研究委员会编：《天津东郊文史》第1辑，1988年，第

87-88页。

⑤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商业志·粮食卷》，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22页。

⑥朱仙洲：《天津粮食批发商业百年史》，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天津人

民出版社，1984年，第97-98页。

⑦参见张莉：《沦陷时期天津市粮食配给制度（1942—1945）》，《城市史研究》第42辑，第34-35、39-47页。

⑧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700-701页。

⑨《接收各敌伪粮食机关册存杂粮数量表》（1945年12月3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0828。

⑩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商业志·粮食卷》，第21页。

􀃊􀁉􀁓《购存食粮临时会议纪录》（1946年7月20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2-000669-014。

􀃊􀁉􀁔李洛之、聂汤谷编著：《天津的经济地位》，经济部冀热察绥区特派员办公处结束办事处驻津办事分处印行，1948

年，第146-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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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原本受到物资管制的商品大量半价抛售，全国物价突然下跌。”①天津

市面亦是如此。据《益世报》的记载，抗战胜利后，津市物价一泻千里：8月25日的行情较沦陷时期之最

高峰下降90%~95%②。《大公报》对此也有报道：八九月间的天津市面“物资充足，物价一月以来起伏不

定，然较两三个月前跌落至多。人民前于夜间即排立店前待购杂合面之现象已不复见”。③

可惜好景不长，自9月下旬开始，物价又复猛涨，至12月份，各种物价反比沦陷时期峰值还高④。
尤其是日用必需品的零售价格居高不下，并以食盐、烟煤、火柴、报纸4种物资涨价最烈，其中烟煤价

格较11月中旬上涨136%，食盐价格增长了1倍，火柴与报纸价格也分别增长了94%与65%。自国民

政府宣布法币与伪联币的比率为1∶5后，“各商竟有藉此机会将原订伪币之价改售法币，无形中增加

五倍以上”⑤。
将伪币清理出流通领域，体现了国民政府重新控制收复区金融市场的意图。只是在决定兑换比率

时，其并未遵循价值规律，反而人为地拉大了两种货币之间的价值“剪刀差”。因为若将当时华北的批发

物价指数（104868）与整个后方地区的指数（245503）进行比较，法币与伪联币的兑换比率应是2∶1。而

现行比率导致了伪联币的大幅贬值，从而加剧了包括天津在内的收复区的通货膨胀⑥。通货膨胀的不良

影响，最先体现在黄金买卖上，进而影响到粮价。1946年1月7日，“四行二局”⑦正式开始收兑天津的伪

联币。受之影响，市面上倒卖黄金的风气日盛，金价扶摇直上。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作为“硬通货”的

粮食价格亦随之上升。据天津市政府统计室的统计，1946年 2月下旬，天津市的粮食价格指数为

469.93，较1945年11月上涨了4倍多⑧。

观之天津市1946年1、2月份的粮价与金价走势图（见图 1）可以发现，1946年1月7日之前，粮价与

金价走势尚且平稳，波动较小；而1月7日后，两者价格日趋上涨，如影随形，并于2月下旬到达顶峰。对

于1946年黄金与物价的关系，时任天津某报社编辑的周启纶在日记中记道：“物价有时亦见稍落，但一

落三涨，来势更猛。其规律总是黄金领先，粮油紧随其后。”⑨

市面物价如此高涨，甚至较日伪时期仍高，使市民生活压力巨大。有市民将物价上涨之原因归结为

“商人操纵”，并上书天津市政府冀求其“平抑物价，力压奸商操纵”⑩。对此观点，天津市政府并不认同，

而是认为“战后物价高涨，经济恐慌，乃为东西各国必有现象，非独本国为然，亦非独华北为然”。同时，

市政府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总结了天津物价波动的原因，大致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交通被破坏，海

运未恢复，以致物资流通不畅，只见消耗而来源枯竭；第二，接收敌伪之工厂、物资等不归市政府管辖，而

中央派下的主管部门工作效率低下，以致工厂不能复工生产、物资不能得到释放，几成冻结状态；第三，

①魏文享：《“讨价还价”：天津同业公会与日用商品之价格管制（1946—1949）》，《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

年第6期。

②《平抑本市物价，社会局拟订办法》，《益世报》1945年12月14日，第2版。

③《天津情况安谧，市面物资充足，物价跌落》，《大公报》（重庆）1945年9月30日，第2版。

④《平抑本市物价，社会局拟订办法》，《益世报》1945年12月14日，第2版。

⑤《天津市政府社会局为物价暴涨事给天津市政府的签呈》（1945年12月7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

000753-001。

⑥张嘉璈著：《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1939-1949）》，于杰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79页。

⑦所谓“四行两局”，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之合称。

⑧天津市政府统计室编：《天津每日足金、美钞价比及股票、粮食市价指数》（1946年3月1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

号：J0002-2-000889-004。

⑨周启纶：《解放前天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纪实》，1946年12月27日记，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

资料选辑》第5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7页。

⑩《王育栽为商人操纵物价事致天津市政府的函》（1945年12月29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115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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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大量地方游资进入市内，影响物价①。而在这些原因中，交通一时难以恢复，游资亦难管理，能迅速

缓解物资缺乏问题的做法就是接手敌伪物资，并将其分配给市民。因此，为了保证粮食供给，使粮荒不

至演变为饥荒，天津市政府开始向中央争取敌伪在津存粮的处置权。

图1 1946年1—2月天津粮价及金价指数走势图

资料来源：本图根据天津市政府统计室编《天津每日足金、美钞价比及股票、粮食市价指数》（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

J0002-2-000889-004）绘制。

二、向中央“求粮”与平粜的开展

1945年9月下旬，国民政府委派的天津市市长张廷锷到津，组建了新的市政府，并召集中央各部在

津机构开会议事，其中粮食问题是一个重点问题②。与此同时，天津市民对于政府解决食粮问题也有殷

切期望：“外界法团及民众代表为生计所迫，纷请救济，莫不急谋解救。”③ 10月16日，即有市民鲁琴宣上

书天津市政府，请求以敌伪仓库存粮举办平粜或施以赈济：

窃缘津市民食，自经中日开战以来，而日人每岁大数吸收民食，尽归伊之仓库所有。该

民食每岁吸收后，伊之统制民食之令早经颁布，不准人民自由贩卖。因此民食恐慌即在斯

乎，然死于民食恐慌者亦复不少。今日人既经无条件之降服，完我国土，而我市长二次奉命

莅任，津市所有全市父老兄弟，无不若赤子之望父母，逝而复来也。我长者接箓视事后，闻先

以民生为主。今故微进一言，念倭人仓库既归我国没收，应吁恳转详，或平粜，或赈济，早为

实现，俾纾民困④。

然而鲁琴宣不了解的是，敌伪仓库存粮的处置权并不在天津市政府，而是归粮食部所有。抗战胜利

①《天津市政府为解答目前物价高涨民生不安原因事给王育栽的批文》（1946年1月15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

J0002-3-001158-002。

②孔令朋：《今生今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56页。

③《天津市政府为已责成社会警察两局会商河北田赋粮食管理处办理平粜事致行政院电》（1945年11月26日），天

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0828-002。

④《鲁琴宣为请将没收日伪仓库食粮举办平粜或赈济事给天津市政府的呈》（1945年10月16日），天津市档案馆藏，

档号：J0002-3-00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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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国民政府公布了《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规定行政院下属的各部、会、署、局

为办理接收收复区直属各机关及事业机关，可派遣特派员及接收委员，处理沦陷区的敌产接收问题①。
依此办法，粮食部长徐堪即组织人事，向各地派出粮政接收员组办特派员办事处。只是粮食部虽在天津

设有“特派员办公处”，但未及办公即被撤销②。之后，天津粮政被划归河北省田赋粮食管理处（以下简

称“河北田粮处”）管辖③，但市内粮商及粮食市场仍归社会局管理④。11月14日，河北田粮处副处长霍卜

臣奉命来津主持接收敌伪粮食，计接收华北粮食公社天津办事处、米谷统制会、华北平衡仓库天津支部、

军粮城及军谷公司粉谷部天津支部、寿丰一二三厂、福星公司、元昌祥、益顺行等机构⑤。12月初，接收

工作基本完成⑥。
面对市民对于粮食的急切需求，张廷锷为争取敌伪存粮的处置权开始了与粮食部的交涉过程。

1945年11月，张氏致电行政院长宋子文、粮食部长徐堪，表示：其一，天津四周粮源运入市内甚少，粮食

不能内运，导致粮价上涨，从而使市民及公务员购粮成本过高，正常生活受到影响；其二，天津市接收的

敌伪存粮，除米面必须留归军队使用外，其他各种杂粮囤存日久，多有损坏。因此，张氏希望能将该项杂

粮“拨归本市应用”，以解燃眉之急。换言之，他希望行政院与粮食部能够许可天津市政府越过河北田粮

处的辖制，自由处理敌伪存津各项杂粮⑦。
在还未得到上级部门的确定答复前，张廷锷似乎有意“将生米煮成熟饭”，试图通过实际行动迫使其

同意该申请。11月中旬，市政府着手制定了详细的平粜计划并将之发诸报端。16日，《立报》即刊载了

天津拟用敌伪存粮平价供应市民之消息⑧。20日，市政府召集全市党政机关以及粮商代表召开平粜会

议⑨。24日，批发粮业同业公会开会传达了相关命令，并要求凡“会员中前任配卖店者，仍充此项粮店，

务须仰体当局苦旨，勉力报效”⑩。所谓“前任配卖店”，即日伪时期担任过“粮食配给”工作的粮食零售

店，也就是说，天津市政府准备按照日伪时期“粮食配给”的模式开仓售粮。26日，张氏又向行政院去电

一封，表示市政府已责令社会局、警察局与河北田粮处会商配拨粮食问题，并议定“先由接收天津地区敌

伪粮食内提拨杂粮2万吨”。随后电请该处处长克日开仓，如数拨付􀃊􀁉􀁓。天津市政府的一系列做法，显现

出其对粮食处置权的志在必得，可现实情况却大相径庭。

12月2日，粮食部发来的电令犹如晴天霹雳，因为徐堪表示天津接收的敌伪杂粮，不能拨发天津

①《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1945年8月），江苏省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编写组等编：《中华民

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1辑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00页。

②孔令朋：《今生今世》，第155页。

③ 1945年11月，河北省田粮处成立，主要办理河北、天津等地的田赋征收、余粮征借及军粮筹购等事物，并负责接收

日伪粮食管理机构移交的粮食仓库、面粉加工厂（参见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北省志》第47卷《粮食

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年，第10页）。

④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商业志·粮食卷》，第13页。

⑤《津粮政机构已开始接收》，《大公报》（重庆）1945年11月18日，第2版。

⑥《天津市政府为请赐饬粮食部即将津市杂粮拨归市用以济民食给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电》（1945年12月5日），天津

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0828-008。

⑦《张廷锷为津市所有敌伪存粮除留归军用外拟请规划本市应用事致行政院、粮食部电》（1945年11月），天津市档

案馆藏，档号：J0002-3-000828-001。

⑧《要闻简报》，《立报》1945年11月18日，第2版。

⑨《天津市平粜会议纪录》（1945年11月20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37-1-000567-001。

⑩《益泰精米制粉厂滕沛林为请早予复业藉营平粜粮店业务给天津市政府的呈》（1945年11月28日），天津市档案

馆藏，档号：J0002-3-000303。

􀃊􀁉􀁓《天津市政府为已责成社会警察两局会商办理平粜事致行政院电》（1945年11月26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

J0002-3-00082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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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处理，而应由河北田粮处“尽先搭配军粮，其余照市价陆续在津出售”①。粮食部做出这样的决

策也并非别无征兆，徐堪曾明确表示过战后粮政的基本原则：“今后粮政重心，首在筹拨军粮，次在供应

民食。”②

在此逻辑下，12月8日，粮食部又来电一封，略带有抚慰与解释的意味。在电文中，徐堪首先表明了

粮食部对平津地区的粮食问题已有既定的解决办法，即以善后救济署的救济粮为主。其次，在“先军粮，

次民食”的原则与“军粮有着，地方自安”的思想下，徐氏仍未许可市政府自由处置日伪存粮，只同意先拨

出混合粉50吨，在市场上按九五折出售，这无异于隔靴搔痒。最后，徐氏授之以“治本方法”，即让天津

市政府商请军事机关“疏通运道，保护粮运”，活跃粮食市场③。总之一句话，日伪在津存粮，没必要也不

可能划归市政府举办平粜。

粮食部的决策，无疑让张廷锷进退两难。举行平粜之事早已发诸报端，且由于进展缓慢，社会舆论

对此已有批评。市民王怀珍就曾揶揄此事：“本市两月前即盛倡开仓库济贫民，可是直到现在市民快要

饿死，并未开仓平粜，此种政治真堪痛叹。”④《大公报》亦以《快办平粜》为题撰写短评作为催促⑤。因此，

如市政府不能接手日伪存津杂粮，平粜计划将会落空，进而会影响政府公信力与社会稳定。

无奈之下，张氏只好越过粮食部，直接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行政院长宋子文先后发出两封等级

为“万急”的电报——其中第一封长达六百余字，以述说境遇之窘迫。这两封急电主要表达了以下几层

意思：其一，说明天津民食现状：日伪“统制”后，“市民食粮久告缺乏”；其二，表示当下困境：市政府本已

拟好平粜办法以解决民食问题，不料受到粮食部阻力，未能实行；其三，警示可能的后果：敌伪存粮本取

之于民，若不将其平粜于民，必会寒民心、扰治安。总之，张氏希望蒋、宋能够理解天津之艰难，“赐饬粮

食部即将津市杂粮拨归市用”⑥。
1940年蒋介石在大后方亲身经历过接踵而至的米荒与米潮，自然知道粮食问题的重要性⑦，因此乃批

示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⑧将平津两市接收之敌伪杂粮交由“河北、平津两市平均分配，以维各地平

粜救济之用”⑨。至此，天津市政府终于解决了平粜粮源问题，获允杂粮2万吨，实拨1.8万余吨（见表1）。

1946年1月14日，天津市政府正式发出布告，宣告平粜开始⑩。按照计划，此次平粜按“分次、分区、

分期”之原则在1月和3月分两次六期举行，市民可凭证购领，第一次10斤，第二次9斤，共计19斤杂粮。

据后续统计，此次平粜粮内因拨去粥厂赈济粮、囚粮及学粮，实际用于平粜的粮食数量为1.5万余吨，最

终结余4百余吨􀃊􀁉􀁓。平粜价款内，除去开支，共计结存一亿五千四十万余元。按照设想，结存款项将用以

办理“长期平粜”，此事留待下文。

①《粮食部为接收杂粮一事致天津市政府的电》（1945年12月2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0828-005。

②《军粮民食供应，本年无问题》，《民国日报》1945年11月25日，第1版。

③《粮食部为复收日伪存粮事给天津市政府的代电》（1945年12月8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0828-009。

④《王怀珍为吁请停止取缔沿街摊贩给市政府的呈》（1945年12月24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2177-070。

⑤《快办平粜》，《大公报》（天津）1945年12月26日，第3版。

⑥《天津市政府为请赐饬粮食部即将津市杂粮拨归市用以济民食给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电》（1945年12月5日），天

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0828-008；《天津市政府为再请准将接收津市杂粮拨归本市办理平粜给重庆国府

主席、行政院长的代电》（1945年12月11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0828-013。

⑦参见陈默：《米荒、米潮二重奏：1940年成都的粮食危机》，《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2期。

⑧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1945年12月1日成立，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主要负责河北平津地区敌伪物资、

房地产的调查、拍卖、发还等事宜。

⑨《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为准十一战区及田粮处暨军粮筹购委员会电嘱拨救济及平粜用杂粮业经提会议决

办法事的代电》（1945年12月25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0828-021。

⑩《天津市政府关于平价售粮事的布告》（1946年1月14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0828-027。

􀃊􀁉􀁓《天津市平粜杂粮各种杂粮支配表》，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19-2-00832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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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河北田赋粮食管理处实拨天津市平粜粮明细表

粮食品种

小米

玉米

高粱

高粱米

合计

数量（公斤）

82515

781597

1675582

285498

18760900公斤，合18760.9吨

粮食品种

大豆

合豆

吉豆*

谷子

数量（公斤）

392325.5

89100

163980

15290302.5

资料来源：《河北田赋粮食管理处天津区储运处拨天津市平粜粮明细表》，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19-2-008328-

159。*吉豆即绿豆。

虽然在蒋介石的干涉下，天津市政府获得了部分仓库存粮办理平粜，但最终华北乃至全国的粮政，

仍须由粮食部办理。天津市政府与粮食部的争论则体现了地方执政者与中央决策者对华北粮政的不同

体会与分歧。徐堪在此事件中的态度表明，粮食部固然认为华北的民食问题需要解决，但在国共争端的

背景下，华北军粮显得更为重要。而“军粮有着，地方自安”的说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民政府高层

对华北“先军事，后民生”的治理逻辑。

三、赴产区“购粮”与粮源的疏导

开仓放粮虽能迅速解决民食需求，但有限的仓储亦预示其难以持续的命运。因此上引电文中粮食

部才会提醒“治本方法，重在粮能入市”。事实上，天津市政府此后的粮政重心确实放在了粮食市场方

面。1946年1月，针对京津的粮食问题，河北田粮处制定了九项平抑粮价办法令天津市参考执行，主要

措施包括：一、举办粮商贷款，扶助粮商在外购运，以疏导民食来源；二、实施粮食议价，以稳定粮价；三、

管制粮商，举办粮食登记与粮食调查，查禁囤积居奇①。2月22日，因金价狂涨引起粮价过度上升，张廷

锷主持制定了《平抑物价紧急措施办法》，规定：一、取缔黄金市场，禁止黄金买卖及出境，防止其影响粮

价；二、禁止食粮囤积，令粮商恪遵议定价格出售粮食；三、在市区存粮尚丰，来源渐畅的情况下，将粮食

交易归入斗店，严厉取缔黑市，以免操纵；并以低利贷款协助粮商出境采购，在运输车辆上尽量予以便

利②。依此，天津市政府展开对粮食市场的治理工作，这是本节与下节论述的主要内容。

（一）“长期平粜”增加仓储

所谓“长期平粜”，是指天津市政府欲以“敌产平粜”所得之价款为底款购回粮食继续举办平粜，循环

购销，以此来增加市内粮食储备量。早在上文所引的两封“急电”中，张廷锷就有意请求将此次“敌产平

粜”之价款“除必要开支外，余仍作继续办理平粜之用”。只不过蒋介石在回电中对此未置一词。后经多

次提请，才于1946年4月获得允准③。随后，平价售粮办公处即拟定了《天津市政府平价售粮办公处办

理长期平粜办法》二十七条。该办法的核心内容是市政府将以“官督商办”方式，委托粮商向各产粮区域

采购平民日常食用之杂粮，购回储存或办理平粜④。接着，社会局拟具了《利用平粜售粮价款一亿五千

①《河北田粮处为调剂民食已商定办法事给天津市政府的快邮代电》（1946年1月28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

J0002-2-000678-001。

②《天津市政府为发平抑物价紧急措施办法四项等事给社会局的训令》（1946年3月1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

J0025-2-000632-003。

③《天津市政府为社会局签以拟用平粜价款续办平粜等情核属需要给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行政院院长临时

驻平办公处的函》（1946年4月4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0828-038；《行政院准许津市续办平粜》，

《益世报》1946年4月24日，第4版。

④《天津市政府平价售粮办公处办理长期平粜办法》，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3-1-00003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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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抢购粮食续办平粜意见》，更为具体地规定了承购商号、粮款分配、领款手续、督导人员等事项①。
1946年7月12日，市政府召集社会局、市党部、市参议会及斗店业、批发粮业同业公会代表等召开

“平粜购粮会议”，商量购粮计划②。最终，批发粮业与斗店业公会分别派出张广树、艾福宸、郑润三与马

义斋作为采购人员，沿着平汉、北宁线分往昌黎与秦皇岛采购粮食。市党部之郭华栋、王贤方，市参议会

之苑宝璜、李洪岳、赵季扬等作为督察人员随行③。
虽然事先有所计划，但受市场状况影响，他们仍须根据现实情况调整采购路线。北宁线组采购人员

因秦皇岛“行市与津市相等，再加入运杂费，（成本）自较津市为高”，转赴山海关外锦州、开原一带采购；

平汉路组采购人员也因购粮成本过高而终止收购，转而前往东北购粮④。
据督导员郭华栋的购粮日记，自1946年7月23日出发购粮，至1947年4月22日购粮终止，采购人员

先后辗转东北之锦县、新立屯、石山站、义县、兴城、彰武等地，花费法币约两亿元，购回元豆414748斤，

小米486054.5斤，高粱580132斤，玉米592302.5斤，共合计1036余吨⑤。然此数量与“敌产平粜”之2万

吨比起来，只当其二十分之一，难以面向全市发售。社会局乃决定将该项粮食用于拨借冬赈、配售贫苦

学生或在春荒之时办理贫民平粜⑥。
为了增加粮食存量，1946年5月，市政府还开会商讨了《天津市平粜粮购储办法》，意图向各工厂、同

业公会、银行、士绅等方面集资121亿元用于购粮，但最终仅从“四行二局”贷出十亿元⑦。1946年底至

1947年初，国民政府北平行辕⑧为缓解平津民食压力，亦曾向“四行二局”协商贷款，组建“平津两市购运

粮食平粜委员会”并成立“天津办事处”负责办理购粮事宜⑨。这两次购粮活动之形式与“续办平粜”大致

相同，但由于资金受限、办理缓慢等原因，均收效甚微，实难收“长期”之效。

（二）扶导贷款疏导粮源

除了“官督商办”购粮储存外，天津市政府亦向粮商发放了一定的低息贷款来激发其购粮的自主

性。关于如何解粮源问题，早在战后天津市政府刚组建之时就有讨论。杜建时认为可在北宁路沿站设

点派员收购，集中运津；孔令鹏则建议“鼓励粮商自购自运，而由政府负责铁路水陆交通的畅通，不限制

粮商的合理利润”，因为这样既可以解决粮源问题，又可以防止派员收购容易引起的弊端⑩。1946年初，

河北田粮处天津区储运处（以下简称“天津区储运处”）成立后，孔令鹏任主任秘书，即在粮食部的指导

下，按照该思路举办粮贷，开拓粮源。

①《天津市社会局为利用平粜价款抢购食粮续办平粜电请指派督导人员给天津市参议会的代电》（1946年 7月1

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3-1-000033-003。

②《平粜购粮会议纪录》（1946年7月12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3-1-000033-011。

③《社会局为采购食粮续办平粜采买人员一览表等事给天津市市党部、参议会的公函》（1946年7月27日），天津市

档案馆藏，档号：J0003-1-000033-008。

④《社会局为分路购粮工作进行概况给市政府的签呈》（1946 年 8月 21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2-

000669-023；《天津市平价售粮办公处为杜聿明电复协助保护东北平粜购粮事给郭华栋等的函》（1946年8月26

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3-1-000033-019。

⑤《郭华栋为呈报东北购粮结束回津附缴工作日记等事给平价售粮办公处的呈》（1947年4月23日），天津市档案馆

藏，档号：J0025-3-001638。

⑥《天津市社会局关于东北购粮用途的签呈》（1946年11月30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2-000669-076。

⑦《商讨平粜粮食购储办法会议纪录》（1946年5月29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2-000669-006；《天津市平

粜购粮办法》（1946年），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5辑（1945-1950），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

第781页；《四银行拟办粮贷》，《益世报》1946年6月13日，第4版。

⑧“北平行辕”全称为“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北平设立的兼管平津、河北、山东等地区

军事、政治事务的高级军政机构。

⑨《北平天津两市购运粮食平粜办法》，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129-2-003872-011。

⑩孔令朋：《今生今世》，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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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胜利之初，天津市面上的粮食主要依靠小贩从四乡零星运来，远难以敷用。据河北田粮处统计，

天津民食日需玉米面100万斤，面粉5000袋，稻米500包。战前，这些粮食完全依靠商人沿着津浦路沿

线各县与东北的产粮区购买而来①。然而，天津沦陷期间粮业不振，粮商濒临破产，购买能力大大下降。

因此政府若想盘活粮食市场，就不得不予以其经济支持。1946年1月，粮食部与中国农民银行商定贷款

4亿元，平均核发给北平、天津两市，用以扶导粮商购运粮食②。2月1日，此项贷款2亿元即拨到天津市

政府。接款后，其立即着手部署购粮事宜。

据《大公报》记载，2月15日，市政府召开会议，决定从此2亿元内先拨出1亿元托由红万字会向锦州

购粮③。而据《天津经济新闻》报道，这1亿元实际由平粜办事处副总理崔竹亭领去，于敌伪产业处理局

购买东北急需之棉布、茶叶，前往锦州以物易粮④。3月9日，天津区储运处会同社会局举行“扶导粮商贷

款座谈会”，商议另外1亿元款项的运用事宜。会上孔令鹏表示：此次1亿元贷款为试办性质，目的在于

畅旺粮源、调剂民食，进而希望各粮商能“藉政府之许可及协助，得到购运之便利”，努力竞购粮食运津销

售。最终，按照各业粮商申请贷款之多寡，会议决定将此项贷款分配与零售粮业2000万元，批发粮业

4000万元，斗店业4000万元（表2）⑤。

表2 天津市一亿元粮商贷款分配情况

粮业公会

零售粮业

批发粮业

斗店业

具体商号申请数额

计益顺行1家，贷款2000万元

计同和兴、同和成、永增厚、兴隆栈、仁记振泰栈5家，各贷款660万元；泰丰

粮栈贷款700万元。

计同孚新、怡和、华丰裕、万春5家斗店，各贷款800万元。

总计款额

2000万元

4000万元

4000万元

资料来源：《扶导津市粮商贷款（附座谈会纪录）》，《天津区粮食储运旬刊》1946年第1、2、3合期（创刊号），第16页。

3月15日，各粮商支款后即外出购运。购回之粮食将由政府召集各方议定价格后在市场出售⑥。据

报道，三业粮商分赴河北沧县、石门及津郊产粮地区采买粮食。其中斗店业为了增强采买力量，加快采

买频率，还“决定尽量收买各地运来之食粮，俾便各采买商每月可往返三、四次，利用资金循环不息”。天

津市政府的扶导粮商贷款购粮，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对此，该刊评论道：“当局此项措施，实合乎津市

需要，民食绝对无虞，粮价因之逐步下游矣!”⑦

四、同市场“争粮”⑧与管制的进行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物价政策愈来愈严格，经历了从“评议物价、平抑物价到限制物价的演

①《续办粮商贷款，疏广粮食来源》，《益世报》1946年5月19日，第4版。

②《调剂平津民食：粮食部派员赴东北采购，并对粮商贷款四万万元》，《益世报》1946年1月28日，第2版。

③《粮贷款及粮议价会议决定：议价六日改定一次，贷款拨一亿元向锦州购粮》，《大公报》（天津）1946年2月16日，

第3版。

④《两亿元粮商贷款，购粮陆续运津接济民食，粮商按四四二办法分配》，《天津经济通讯》1946年4月1日，载天津市

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5辑（1945-1950），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80页。

⑤《扶导津市粮商贷款（附座谈会纪录）》，《天津区粮食储运旬刊》1946年第1、2、3合期（创刊号），第14-16页。

⑥《粮商贷款昨日拨付》，《益世报》1946年3月16日，第4版。

⑦《两亿元粮商贷款，购粮陆续运津接济民食，粮商按四四二办法分配》，《天津经济通讯》1946年4月1日，载天津市

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5辑（1945—1950），第780页。

⑧本节所谓的“同市场‘争粮’”，是指政府通过一定的管制措施，约束粮商将存粮更多地投入市场，进入流通环节，并

尽力使市民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到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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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①。抗战胜利后，严格的“限价”政策已不适用。因此，行政院于1945年 10月底通知各地政府，认

为“抗战胜利粮价趋跌，各地实施粮食限价办法多已不能适合当前情事……各地粮食限价应即终止

实施，改采议价办法”②。只不过当时天津市各机关正忙于敌伪物资的接收工作，尚无暇顾及此政策

的实施。

（一）实行议价

1945年底，随着物价的持续上涨，民怨渐起。天津市政府不得不将“议价”提上日程，并训令社会局

依据市场调查拟具抑制物价办法③。1946年1月4日，社会局召集各党政机关、银行部门、粮业公会代表

等举行物价座谈会，主要议题聚焦于粮价方面。会上零售粮业与批发粮业公会指出，市外粮食产地价格

上升与商人资本不足导致粮食不能大量运津是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因。而社会局则认为粮价上涨与“一

般商人希图暴利、高抬物价”有关，应当对粮食实行议价措施④。因为根据调查，“各业货物库存数量甚

巨，供应市民需要不虞缺乏，而一般物价反逐日上腾，继涨增高，殊非应有之现象”。所以“为稳定物价安

定人民生活计”，社会局决定从是年1月7日起实行同业议价。具体做法是由粮业公会“召集本业商号代

表就现有市价公开评议，核拟合理价格”后报社会局核定，全市粮商一体遵照实行⑤。1月31日，批发粮

业同业公会召集杂粮、斗店、米业三部分会员召开联席会议，议定粮食价格⑥。1946年2月上中旬，社会

局分别核定了首次议定的粮食批发与零售价格（表 3），除令四粮业公会下属各粮店执行外，并公告南门

外、西马路旧义奥交界、小王庄、席厂、白庙等处的自由粮贩切实执行公议价格，不得自行开价成交⑦。

表3 天津市社会局核定批发食业与零售粮业公议价格表（1946年2月）

粮食种类

高稻米

次稻米

白麦子

花麦子

红麦子

高玉米

次玉米

白玉米

高小米

次小米

批发价格（每市斤/法币元）

180

172

172

168

164

72

68

68

90

82

粮食种类

高稻米

次稻米

高小麦粉

次小麦粉

高玉米面

次玉米面

白玉米面

高小米

次小米

零售价格（每市斤/法币元）

192

184

220

200

80

76

76

96

91

备注

白小麦制造

花小麦或红小麦制

造

①郑会欣：《从议价、平价到限价——试论战时国民政府管制物价的措施及其成效》，《史林》2021年第3期。

②《粮食部为终止粮食限价办法给各省市政府及田粮处的代电》（1945年10月25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

2-001469-038。

③《天津市政府为依调查拟具制止物价办法给社会局的函》（1945年12月14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2-

000753-002。

④《天津市物价问题座谈会纪录》（1946年1月4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25-2-000627-007。

⑤《天津市政府社会局为实行议价事给天津市商会整理委员会的训令》（1946年1月7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

J0025-2-000627-008。

⑥《天津市批发粮业同业公会为拟定食粮公议价格事给天津市政府社会局的呈》（1946年2月1日），天津市档案馆

藏，档号：J0025-3-001130-001。

⑦《天津市社会局为核定批发食粮公议价格布告周知由》（1946年 2月 8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25-3-

00113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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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豆

高粮

元豆

88

50

70

吉豆

高粮

元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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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资料来源：《天津市社会局为核定批发食粮公议价格布告周知由》（1946年2月8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25-3-

001130-003；《零售粮业公议价格》（2月14日核定布告施行），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25-3-001130-006。

每次议价的间隔时间本为6天①。但2月中下旬，由于粮价暴涨3倍之多，市政府乃召开紧急会议，

决定自2月25日起成立“牌价小组”，由批发粮业、斗店业、零售粮业各推一人，按日公议。每日牌价由牌

价小组于前日晚间议定，翌晨挂牌公告实行②。
然而，天津市政府虽能以行政手段统一粮价，但遵守与否则全靠商人自觉。社会局的调查显示：“各

正式粮商尚能认真遵守，但零星粮贩对于议价多有希图规避，暗中操纵，将运津之食粮散匿各处，垄断居

奇，囤积拒售等情事。”③1946年2月18日，社会局会同警察局在南门外即捕获投机商人92人，查获粮栈8

家囤积之粮食五六百包④。只不过在1946年间，由于粮源较为稳定，政府的管制也起到一定效果，所以

天津的囤积只是零星出现，未成规模。而时间转入1947年后，光景则大为不同，囤积之风席卷天津。

（二）管制市场与打击囤积

1947年初，受东北战事的影响，天津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抢购与囤积粮食的风潮。是年6月12日，警

察局刑事队第七分队乔维明报告，因报载“沈阳酝酿大战”，“东北驻津客商多接电报，由粮市购进大袋美

粉不少，故一般投机商人认为有机可乘，反抛为进，或勒而不售。米面价格一时上涨，大袋粉较前日每袋

涨四五万元。”⑤又据市长杜建时⑥回忆，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当时天津市的工人要求每月在工资中配发

面粉，否则便罢工，因此企业“不敢不抢购粮食来敷衍工人”；学校为了安抚“进步”学生与保证教师生活

也须抢购粮食；政府机关为了保障公务员的生活不受法币贬值的影响，改储存现款为存放实物而抢购粮

食；还有一些持有大额资本的商人，不管其本业是否为粮业，皆将资本投向粮食，“非法囤粮”。如此一

来，天津市面粮食便被一扫而空，一般市民难以在市面上购买到粮食⑦。
为了制止囤积居奇，市政府尝试从粮食流通方面入手，对粮食市场进行管制。1947年7月，《天津市

粮食市场管理办法》与《天津市购存粮食实施办法》获得粮食部及北平行辕批准实行⑧。据此，专门的粮

食市场被设立，所有粮食交易均须在此进行并登记，“市场内不经登记之交易，及未经呈准之场外批发粮

食交易一律以黑市交易论处”。

粮食市场主要向市内正当粮业经营者及商号、民户、机关团体开放。凡在市政府登记并领有营业证

①《粮贷款及粮议价会议决定：议价六日改定一次，贷款拨一亿元向锦州购粮》，《大公报》（天津）1946年2月16日，

第3版。

②《天津市政府商讨平抑本市粮价会议纪录》（1946年2月24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25-2-000627。

③《天津市工厂复工平抑物价开仓平粜办理冬赈解决煤荒各项办理经过情形》（1946年4月6日），天津市档案馆藏，

档号：J0002-3-002246-002。

④《张保福为奉派视察第二次议价执行情况给胡梦华的签呈》（1946年2月19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25-3-

001130-009。

⑤《乔维明关于粮市情况的签呈》（1947年6月12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219-3-026307-001。

⑥ 1946年11月1日，天津市市长改由杜建时任职。

⑦ 杜建时：《从接收天津到垮台》，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年，第25-26页。

⑧《天津市粮食市场管理办法》（1947年7月），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25-3-001533；《天津市购存粮食实施办法》

（1947年7月），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129-3-003996-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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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粮食从业者、各类商号，以及民户，皆可在粮食市场内购买粮食，但不得超过3个月之需要量；机关团

体不得超过2个月之需要量。非粮食从业者及正当外地客贩，若未经军政机关开具购粮证明，不得入市

场购粮。若有“非经营粮业之商人购囤粮食营利者，依照《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暂行条例》”处

理。与此同时，天津市政府还加派社、警两局力量，加强对各货栈仓库存粮的检查。但即使这样，仍有商

人“顶风作案”。

1947年 12月，社会局查出粮食批发商“德和泰粮号”大量囤积食粮。据《益世报》报道，德和泰自

1947年八九月份开始便不断在粮食市场以高价竞购面粉，买后即分存各银行仓库，囤积近两万袋①。社

会局的调查显示，德和泰所存各仓库之巨额粮食，多系违反市场规则，“横线交易”而来。所谓“横线交

易”，即商人对市场上供不应求的商品，“几家同业互相买卖，使售价节节上升。”②如德和泰存入金城银

行仓库之面粉，系由其高价从粮食市场购得，分35次存入；中国银行仓库之存粉600袋，系由同泰公户头

转来；航业公司仓库存粉“均系购自本市各批发粮商”，等等。还有，德和泰账上存户“多系假用字号，私

人购存面粉，殊多不法”③。因此社会局认定德和泰的行为违反了《天津市粮食市场管理办法》第4条：

“禁止批发粮业及斗店业会员在市场内购买粮食”，及第7条：“粮食市场内不经登记之交易及未经呈准

之场外批发粮食交易，一律以黑市交易论处”；同时违反了《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暂行条例》之“囤

积居奇”条款。据此，社会局决定先将德和泰囤积之面粉进行封存，并将调查情况上报市政府，建议依法

“予以严办，以收惩一儆百之效”④。
然而德和泰并不认同社会局的调查结果，称其所存粮食内十分之九为代客保管。只是因“物价骤然

波动，粮食随之增长，来势汹涌。在食用户固不肯卖出另买，徒耗佣金，而营业者亦不急于处理其中存

户，更不免有旅行在外者，商号亦未便代为处理”，所以才致使存粉堆积情形的出现⑤。德和泰的辩言亦

有真实之处，因为其所存面粉内确有部分为正当存户之自用面粉，如北平警备司令部修械所就在此存有

员工用粉200袋⑥。
最终市政府综合各种情况决定：凡德和泰存户所存之粉，“少数自食予以发还”，“团体公用之粉有呈

文证明予以发还”，正当粮商“查明许可及执照后予以发还”。以上三种条件均不符合者，需罚粉五成应

市销售，并缴纳罚款⑦。依此，最终德和泰囤积案内罚粉五成者共44户，计面粉7200袋，罚款74319元⑧。

综上，从扶导粮商贷款，到实行议价，再到打击囤积的过程，体现出天津市政府对市场“利用”与“管

制”的双重态度，我们亦可从中透视背后的政商关系。一方面政府寻求与商人合作，并依赖其保证粮食

供给，以安定社会；但另一方面，政府又想“驯服”商人，使商人完全服从政策管制。而实际上，只有政府

的粮食政策符合粮商利益时，才能得到商人配合。当政府试图对粮商及粮食市场进行严格的管制之时，

便影响到了粮商的正常交易活动，从而引起其对各种管制政策的不合作。

①《德和泰囤面图利，当局查获两万袋》，《益世报》1947年12月11日，第4版。

②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等编写：《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1963年，第103页。

③《天津市政府社会局对德和泰存户的调查报告》，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2479-007。

④《天津市政府社会局为调查德和泰囤集面粉一案给天津市政府的呈》（1947年12月16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

号：J0002-3-002479-002。

⑤《曲式之为声明仓库所存面粉系代客买卖情事给天津市政府、社会局的呈》（1947年12月17日），天津市档案馆

藏，档号：J0002-3-002479-001。

⑥《北平警备司令部修械所为发还面粉事给天津市政府的代电》（1947年3月15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

3-002479-010。

⑦《处理德和泰囤积面粉案会议纪录》（1948年6月19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25-3-001481-001。

⑧《天津市警社两局为奉令处理德和泰囤粉一案办理结案经过事给天津市政府的会呈》（1948年11月29日），天津

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2479-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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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难以走出的困境及其原因

从1946—1947年的粮价变动趋势可以看出（图 2），天津市政府通过举办平粜、扶导粮商贷款、管制

粮食市场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供给的困境。至少在1946年，这些措施缓和了“伏地白面”

“玉米面”“小米”等民众常用粮食价格的增速，使之相对稳定。然而，1947年粮价的激涨也预示着该困

境是一个“难以走出的困境”。究其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图2 1946—1947年天津每月粮食零售价格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1913年—1952年南开指数资料汇编》（统计出版社，1958年）第303页绘制。

首先，天津的市场网络大为缩小，以致粮源获取极为困难。民国前期，天津所需的小麦、杂粮主要来

自河北、河南、山东等邻近省份与东北地区；大米与面粉则主要来自上海、无锡等地。抗战胜利后，华北

大部分区域为中共所控制的根据地；而国民政府政令所及者，仅平、津两市及其河北数十县（且后多发展

为战区）。雪上加霜的是，天津附近的军队还在海河区域收购稻谷供给军粮，以致军粮严重倾轧民食①。
同时，南方之米面受政策限制也难以流通到华北地区。1946年4月，由于上海市面粮价激涨，行政院长

宋子文、粮食部长徐堪与上海市市长钱大钧商讨后采取四项紧急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凡由上海转口之

面粉，只以善后救济署报运者为限，其他无论任何机关、个人均不准转运出口”②。此即限制了上海面粉

的自由流通，从而使北来之南粮渐行减少。

再观之东北情况，虽然国民政府与公众在抗战结束时曾认为“东北丰富的杂粮将缓解中国的粮食短

缺”，但是实际上，因交通运输困难，东北地区在1946年仅收集并出口了6万吨大豆及其他食物油或种

子。之后，随着国共双方在东北冲突的加剧，国民党军队在当地征用了大量军粮，反而使东北地区产生

了约5万吨的粮食缺口③。而且随着国民政府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从1947年开始，主要以东北为粮食

采购地的天津的“长期平粜”活动也难以进行。天津粮商在四平街购储的平粜粮，则毁于四平街解放战

①《天津市政府为拨配杂粮事致河北田赋粮食管理处的函》（1945年11月30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

000828-004。

②《当局集议维持民食，禁止面粉出口》，《申报》1946年4月29日，第7版。

③张嘉璈：《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1939—1949）》，第253、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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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未能运回①。
其次，国民政府未能抑制通货膨胀，导致粮食市场难以运转。与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着粮食这个重

要物资控制物价，并有效抑制通货膨胀的路径不同②，国民政府在战后依然采取“议价”“限价”等战时“以

价制价”的方法应对价格上涨，而实际上这些方法在抗战后期已被证明为“消极治标的办法”。③而且，为

了维持高额的军费，国民政府反而因大量印发纸币并保持了巨额的财政赤字，使其愈演愈烈。据统计，

“1946年的政府开支比前一年上升了3.2倍”，而“1947年的政府开支上升到了1946年水平的5.7倍……

赤字接近支出的70%”④。通货膨胀引起的货币贬值问题，严重打击了天津市民对法币的信心，当时的一

句流行语——“手里存法币就等于在怀里揣冰核儿，不久就化没了”，很形象地表达了市民的心态。所以

1947年初，受粮食恐慌与通货膨胀的影响，天津市面上才会出现囤积风潮。结果至是年4月，天津粮食

业已“有行无市”：“市民在市上买不到粮食，粮食市场几天开不出粮食价格来，粮食零售店关起门来，小

饭铺和饭摊也陆续停止营业。拿着面袋子买不到粮食的人三五成群地在粮店门口骂街，运输工人和小

本经营的商人买不到饭吃。”⑤

最后，市场政策违背经济规律，以致难以长期实行。粮食部与天津市政府虽均想依靠自由粮食市场

根治民食问题，但其制定的政策却又是反市场的。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M.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认为：“市场‘秩序’只有在市场的各个个人参与者之间自愿交换的过程中才能产生……没有这个过程，

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秩序’。”⑥德国经济学家柯武刚（Wolfgang Kasper）等人指出，“在市场过程中，人

的行动受盈亏信号和自利追求的指挥。”⑦而议价的实行违背了商人意愿并以行政命令强制压低了零售

商的利润——如三津礳房业公会内“各商之利润多不及一成”⑧，这严重打击了商人的积极性，以至拒售

惜售、以次充好等情况的出现。对此，周启纶记道：“议价后，粮商认为无利可图，多将粮食囤积于货栈不

卖，或作黑市交易。门市则半日售粮，并在粮食里掺沙。市民苦矣，起早去粮店排个买粮，去晚了买不

到。买来粮食要先捡沙子，再用簸箕簸几次才能下锅。”⑨1946年底天津市政府的一份报告也从官方证

实了通货膨胀下议价政策的无力。该报告明确指出，由于交通不畅、物资缺乏、一般物价波动太快，议价

并不能跟上市价变化。此外各商人也没有严格执行法令，对政策多持观望态度。以至于政府考核稍有

疏略，商人即不予配合，使政府在管理与监督上至感棘手，遂致议价成效不彰⑩。更为讽刺的是，在天津

市政府亲手设立的粮食市场内，“黑市交易已成公开秘密”，管理者却不敢亦不能查禁􀃊􀁉􀁓。粮食市场外，

“南门外祥云栈西马路项家胡同一带，粮食小贩售卖黑市，超出限价甚多，已成公开之秘密，无人制止，且

①杜建时：《从接收天津到垮台》，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30页。

②参见潘晓霞：《东北解放区的通货膨胀及中共的应对》，《史林》2022年第1期。

③参见郑会欣：《从议价、平价到限价——试论战时国民政府管制物价的措施及其成效》，《史林》2021年第3期。

④张嘉璈著：《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1939—1949）》，第80-81页。

⑤杜建时：《从接收天津到垮台》，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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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亦无法制止。”①

结 语

综上所述，抗战胜利后，天津的粮食供给形势大不如前，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粮荒与粮价上涨的困

境交织起伏，供需矛盾突出。在粮食供给严重不足，粮价大幅度波动的困境中，天津市政府通过向中央

“求粮”获取敌伪存粮、开仓平粜，赴产区“购粮”增加储备、疏导粮源，同市场“争粮”促进流通、降低粮价，

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的供需矛盾。然而，由于战后天津的市场网络大为缩小，粮源难以为继；通货

膨胀难以抑制，粮食市场难以正常运转；市场政策违背经济规律，难以长期实行，因此战后天津的粮食供

给困境实际上等同于“绝境”，难以被根本解决。

民国前中期，由于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天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粮食市场供给体系，即使在灾荒年

间，政府亦能设法干预，依靠市场保证粮食供应②。相形之下，战后天津粮食供给的失败首先根源于社会

的失序。粮食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供给体系内嵌于社会秩序之中，社会秩序愈稳定，市场调控能力

愈强，政府治理就愈容易取得效果，反之亦然。然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一心向战，轻忽民生之本，无视

民意诉求；在社会失序和经济萧条中措置无力，治理失效。再则战后国民政府仓廪不实，未能形成稳定

的粮食储备体系，在市场征购困局中强购军粮民食，既造成了市场混乱又加剧了民怨。

“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并不单向性地局限于市场问题或供求关系，而是攸关民众生活与社会稳定

的关键问题；而民生问题又着实关乎“天下”大势之根本。战后津府当局乃至国民政府在此问题上形成

了“行政效力日减，民心愈感离弃”③的死结，似乎已经预示其最终的命运。

（责任编辑：胡文亮）

（上接第51页）

观团成员未能深入了解苏联发展集体化历程的全貌，以至于一些农民代表对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好处作

了夸大的宣传，使部分农民产生一种共产主义可以一步到位的错觉，不少地方发生了急躁冒进，办大社，

过多地搞公共财产，以至发生强迫命令等行为④。这些教训不容忽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要求“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

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以史鉴今，我们既应保持开放心态，加强国际交往，全面、准确地学

习、研究一切有助于乡村发展的他国优秀经验，也要及时发现、总结、推广各地在推进乡村发展过程中的

本国经验，做到兼容并包，在实践中升华。此其一；其二，我们既要重视先进经验、技术的推广，也要充分

考虑各地条件和农民需要，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发挥党员模范引领作用，寻求外部经验、技术本地化，不

搞生搬硬套或者盲目移植，方可推动农村的高质量发展。

（责任编辑：徐定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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